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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亡明論的哲學探賾

王五一

［提　 要］ 　 明亡於學術，是清初明亡原因大討論中理出的諸多致亡因素之一。 從歷史與思想史相

結合的視角，以明代特殊的政治權力結構為史學背景，以宋明理學的學術演化為主線索，對此一話

題進行的哲學性梳理，指出了學術亡國論的兩條基本的因果線索———學術內容亡國與學術風氣亡

國。 前者，王學末流的道德虛無主義導致人心不正、奢靡墮落而亡國；後者，學界空言心性不務實政

的學術風氣導致朝政昏庸、國力衰弱而亡國。 而形而上學的學術內容與空言心性的學術風氣，本就

有其一體兩面的邏輯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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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恢復中華”的口號下立國，以再度“失去中華”而終結，朱家王朝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

命運連在一起，使得明亡原因的研究吸引了史學界尤多的筆墨。 如梁啟超所言，“本來一姓興亡，
在歷史上算不得什麼一回大事，但這回卻和從前有點不同。 新朝是‘非我族類’的滿洲，而且來得

太過突兀，太過僥倖。 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幾等於零。 這種刺激，喚起國民極痛

切的自覺，而自覺的率先表現實在是學者社會。”①“極痛切的自覺”產生出了極痛切的史學，中國史

學史上第一次，“極痛切”的知識分子們主動把自己擺進了歷史的是非公案，把自己列為了國家滅

亡的責任人。 如陸隴其所說，“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 學術之壞，所以釀

成寇盜、朋黨之禍也。”②

學術可以亡國，其機理，李顒這樣說：“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 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

之人心而已矣。 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③至於晚明何種晦

暗學術啟動了此一亡國機制，學術亡明論的主要批評矛頭指向王學末流，自然，也牽涉到了王陽明

本人，於此，參與編修《明史》的館臣張烈的歸納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陽明不是程朱正統”，“倡
導‘無善無惡之說’，其學說是禪學”，故而“導致亡國”。④

其實，“王學亡明論”之外，學術亡明論還有另一個重要方面，即以顏元、顧炎武等為代表的對

明代乃至整個宋學學術風氣的批評，認為導致明朝滅亡的不僅是學術內容，更重要的是空言心性不

務實政的學術風氣。 如顏元所說，“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吏功，其亡可立待。”⑤這

句話把兩個方面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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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老一代“不合作”一族過世、新一代八股先生立世、《明史》修成，學術亡明的議論漸漸淡了

下來，但並未絕跡，更未被否定。 四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史似乎欠一個對此一話題的思想史意義上的

梳理。 尤其是，“內容亡明”與“風氣亡明”這兩塊，也欠一個理論整合。

一、“三權分立”

要理解學術亡明的機理，先要對明朝獨特的權力結構有所認識———學術能亡國乃因文人有權

力。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之明史部分的兩個小標題，“官僚體系成為決策的中心”與“縉紳成為社

會的中堅”，對此有著明顯的啟示意義。 “從 15 世紀末葉的情形看來，恐怕此時的君主已經瞭解，
他們惟一的實權不過在懲罰方面……如果有任何爭執找不到確切的解決辦法時，有了以上的安排，
則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無個人之利害在其爭執內，他的判斷就具有天子所賦

予的威權了。”⑥意思是說，設計上三權合一的皇權，明中期以後實際上只剩下了一個（類似於今天

司法權的）仲裁權———罷官權、打板子權、砍頭權等等。 而且此種仲裁只有當皇帝置身事外而真地

處在“仲”的位置上時才有效。 楊廷和壓著嘉靖皇帝把自己的父親叫叔叔，若無文官集團中分裂出

一個保皇派而扯出一個多少使皇帝可以以仲裁者的角色說話的政治勢能結構，以皇帝一己之勢，斷
鬥不過文官集團。 另一史例是朝臣們硬逼著萬曆皇帝把一個宮女的兒子立為太子而不立相對嫡性

較高的皇三子。 黃仁宇之總體性判斷未必確切，但明中後期皇權的空前衰弱總是事實。
皇權的走弱與官場的清流化改造密切相聯。 漢唐時的朝堂政治結構一般是多元的，除了推舉、

科舉上來的官員，還會有世勳、宗室、外戚等政治力量。 這些勢力當然也會與皇權產生矛盾，也會對

皇權構成威脅，但本質上，它們是皇權的外圍勢力，是可以作為皇帝平衡政治的權力工具的。 而到

了明中期以後，皇帝周邊已基本沒有了這些衛星權力體，朝班上站著的，已基本是清一色的進士，清
一色考試上來的官。⑦就世襲君主制的設計原理而言，這也許是理想狀態，但並非正常狀態。

立國初期一連幾波對幾個世勳集團的大屠殺，皇家自己封藩、削藩、藩王造反、再削藩的幾次大

折騰，這些因素對明代政治的清流化改造當然有著直接的解釋力，但更有其兩千年深刻的文化原

因。 中國人重史，且“文以載道”的精神在史學中表現得尤為鮮明。 一本本史學著作，同時就是一

部部宣揚儒學思想的教材，如此兩千年下來，巨大的中國史學思想庫逐漸釀造出了一種感覺效果：
宗室、後宮、外戚、世勳、宦官等這些原本正常的權力器官，在概念上逐漸地被貶義化了，被越來越抽

象化地描繪成了國家政治機體上的贅瘤。 經過一代代史學家的明批暗諷，更兼野史、戲劇、小說、大
鼓書等的側面吹風，它們被逐漸批臭了。 後世的皇帝們，跟著太子師讀歷史，讀聖賢書，接受儒家道

德教育，也都願意附庸風雅，構建文明朝廷，打造清流政治。 於是，從北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開
始，在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影響下，中國的政權結構逐漸“淨化”。 淨化工程到明中期達到了頂

峰，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變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士大夫專治天下。 傳統上圍繞著皇權的那些權力

衛星被批倒批臭而淡出歷史舞臺的同時，清流耿直的、有科舉功名的官僚，則越來越光榮。
“得了天下”的文官群體，在自身經常地分化、結黨、爭鬥的同時，積聚起了對抗皇權的政治能

量。 懟皇帝成了時尚，成了可以為自己進行政治資本“充值”的捷徑。 鄒元標年輕時為張居正奪情

事而挨了皇帝一頓板子，一次充值所獲得的政治資本，夠他吃一輩子。 東林、復社以及幾次具全國

影響力的“文人誓師大會”，更標誌著此一政治結構有了自己正式的的組織形式。 儒家知識分子的

歷史角色異化了，由王權的奠基者、支持者、維護者，變成了它的對手。 而在自命清高的政治淨化中

已經自廢手足的皇帝，此時手中既無宗室，也無世勳，更無外戚可以幫助其與文官集團抗衡，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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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靠特務和太監去應對。 特務只會抓人打人不會理政，而太監十之八九不識字。 秦始皇開始的

“中央集權”概念，到明中期已經具有不同的內涵了。
皇權不同於父權，父權是有人性基礎與生理內容的，皇權則主要來自意識形態定義。 掌握著定

義權的是儒學，掌握著定義修改權的也是儒學。 一方面通過春秋大義而為這個“寡人”撐腰使之成

為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獨裁者，一方面卻又通過自己學術體系中“天下為公”、“民重君輕”等另一

層道理的道德淨化力而把皇權的外圍力量逐漸淨化掉，使其真地成為“寡人”———隱含在儒家哲學

中的此一矛盾力量的辯證運作，在兩千年裡悄悄地、潛移默化地、不著文字地修改著皇帝的定義，到
了明代，終於把皇帝由獨裁者修改成了仲裁者。 三權合一分裂了。 皇帝變成了法官，行政權在文官

集團手裡，立法權則被學術界拿了去，具體說，被朱熹拿了去———朱元璋定朱熹學為官學，實際上等

於讓朱熹來為明朝立法，至少是根本大法。 以學術構建道德，以道德充當法律，由此形成的“學
術—道德—法律”的三位一體，⑧是中國大歷史的全局性特徵，當然也是理解學術亡明論的背景基

礎。 說國家亡於一種壞學術，邏輯不好通；有了這個“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作為邏輯橋樑，
說國家亡於一種壞法律，理論上就好處理得多。

“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的形成，有著近兩千年的故事。 當年漢武帝和董仲舒聯手搞了

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未能一勞永逸地完全罷黜百家，但至少儒學從此取得了學術主導地

位，並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日益鞏固，統治者對它的依賴越來越大。 到了宋代，科舉考試開始專考經

學，科舉成了指揮天下庠塾教學內容的指揮棒，成了國家操縱意識形態的杠杆。 於是，當歷史到了

朱元璋手裡時，又一個“獨尊”出現了———獨尊朱熹，獨尊《四書章句集注》。 當年漢武帝搞獨尊，主
要是朝廷治國哲學的調整，其時並沒有科舉取士的杠杆相配套，並沒有通過這個杠杆而使學術理論

意識形態化和意識形態群眾化的渠道，因而其獨尊運動並沒有很大的國家意義。 而明代的獨尊朱

熹，與科舉取士的制度結合起來，與逐漸強大起來的朝廷文官集團的政治勢力結合起來，與逐漸膨

脹起來的地方縉紳勢力結合起來，與逐漸風行全國的王陽明們、顧憲成們以及形形色色的“山人”、
“遊棍”們的輿論力量結合起來，而對明朝的政治、文化、社會乃至經濟財政，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

影響。
說到縉紳，又引出了學術亡明論的另一個背景基礎。 朝堂政治結構的演化，必然向民間外溢，

其結果就是縉紳成為社會的中堅。 “所謂縉紳，包括現任官員、致仕官員和雖未入仕但獲有進士、
舉人、監生、貢生、生員等資格的人員。”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種不必有錢，也不必有官，僅僅

有學位就可以“冠帶榮身”高人一等的社會群體。 “（科舉取士）這套制度的直接目標是為官僚機構

培養和選拔人才，但它卻帶來一個極其重要的副產品，就是使大量擁有‘功名’的人士‘沉澱’於地

方社會，在地方社會結構中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權威系統。”這個權威系統，“與地方官員享有大致

相同的社會地位，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特權干預地方政府的政務活動，給地方官員造成很大的壓力

和約束。”“明代中葉以降，地方官員在做出重要的決策和行動時，一般都要與紳士集團進行交流和

溝通；那些不能與當地紳士建立合作關係的官員，不但難以真正推行自己的各項政策，還往往受到

地方紳士在朝中的代言人的攻擊而失掉職位。”⑨更重要的是，縉紳作為朝廷文官集團的外圍力量，
構成一個重要的“山寨版”的輿論系統，朝野一氣，上下呼應，結成了全國性的文人勢力，可以對全

局性的政治和經濟施加影響，如干預朝廷的人事任命，聯合起來抵制朝廷徵收商稅，等等。⑩

今人有話曰“權責利”統一，亡國的責任，誰有權誰負責，國家主要權力既已不在皇帝手裡，國
家滅亡當然就不能主要由皇帝來負責。 而明代“三權分立”之另外兩權的歸屬———行政權歸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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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權歸聖人———已強烈暗示出了“明亡於學術”的大背景。

二、援釋道入儒

無論是學術內容亡國還是學術風氣亡國，話都要從宋學的學術譜系說起。 儒學道統由漢代經

學向宋明理學演化的同時，整個中國哲學史的大結構也在演化。 漢唐時佛老禪仙雜牌學術與儒學

爭奪生存空間的政治性鬥爭，到宋明時代已基本消失，皇帝們也擺脫了經常需要對這種煩人的學術

鬥爭做出公開表態的政治負擔。 像韓愈那樣為迎佛舍利的事與皇帝翻臉，像董仲舒那樣把竇太后

熬死後才去推動著武帝禁黃老，這樣的事情到了宋代就很少了。 儒生們仍然在口風上與釋道劃清

界限，但皇帝們不再跟著趟混水，不再被人當槍使，不再去幹“三武滅佛”一類事情了。 宋明時代

的儒學，表現出了勝利者的高風亮節。
此一高風亮節背後更隱含著深一層內容：政治上的勝利掩蓋著思想上的投降。 釋道諸門沒有

在政治上被消滅，也沒有在思想上被打倒，而是鑽進了儒學內部，成了宋明理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儒學的政治地位在提高，其內容上的“儒性”卻在下降。

今天回望那五百年的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的那些頭面人物，從周張程邵，中經朱陸，直到王陽

明乃至諸班王學末流人物，幾乎很難找到一個完全沒有打坐靜修的體驗、完全沒有嘗試過佛家道家

某種修行法門者。 連務實派張居正也是讀《華嚴經·悲智偈》而有所悟後才立志的。 即使是主敬

讀書的程朱一派，也已與先秦孔孟和漢代經學有了很大的距離，其思想體系中也摻入了相當的個人

靜修體驗的成分。 乃至朱子本人也經歷過一個穿行於釋老之間、思想多有曲折、法門多有跳槽、最
後才安於儒法的過程。 戴震批評朱子“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確實是對整個宋明理學

之學術特徵的一個相當具全局性的概括。
這種正統學術為雜牌學術所稀釋、所改造、所融匯的現象，有人將之稱為援佛入儒、援老入儒

等。 此一現象的出現本不難理解。 儒家本來就講究“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世間既有了佛老仙禪這

些東西，儒生們去嘗試一下，很正常。 深嘗而有所得者，將其體悟溶入自己的學術思想中，也很正

常。 何況中國哲學在思想源頭上早就潛伏著此一演變的基因———《易經》。 《易經》被孔子列入了

自己的教材體系成了“六經”之一後，再由後世儒家學者不斷地在文字上傳來傳去而形成了許多

“翼”，翼裡有很多“子曰”，不知不覺間它就成了儒家所專有的經典了。而事實上儒釋道各家皆學

易、皆研易、皆通易。 《老子》講“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佛家講“緣起性空”，《易經》講“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宇宙論意義上可謂是語異而道通，道通而共源。 《易經》作為整個

中國哲學中具核心地位的經典，為儒學的形而上學化提供了現成的思想工具，為宋明理學把整個中

國哲學統一起來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思想容器。 這樣一來，個人修行所悟所得不能不說，孔孟先師又

不能輕叛，何況千悟萬悟總還是要回到儒家內聖外王、社會責任的立場上，於是便有了援釋道以入

儒的學術現象，或者說，給釋道披上儒學外衣的現象。
本來，儒釋道並立於世，儒家講仁義禮智，老莊講清靜無為，佛家講苦集滅道，仙家講煉精化氣，

禪家講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家沒有共同的概念體系，沒有共同的話語語境，純思想性的鬥，純學術性

的辯，雞同鴨講，鬥不起來、辯不起來的；要爭要鬥，就只能是政治性地鬥，利益性地鬥，陰謀論地鬥，
只能去推動皇帝向對方下死手。 而宋明理學的援釋道入儒，在一定程度上把這些雜牌學術與儒學

一起裝入了一套新的話語套子裡，裝入了天、理、性、心、氣、情、太極、陽陽、五行等理學概念體系中，
這使得整個中國哲學的相互交流能力大大提高。 儒釋道之爭，變成了理學內部的讀書與靜坐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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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敬與主靜之爭、性理與心理之爭、程朱與陸王之爭等等。
儒釋道相互在理論上可以爭可以辯了，這應當是好事。 可爭就可統，爭就是統。 從純學術意義

上說，理論統一的事業永遠是偉大的。 儒釋道諸家，核心皆是改過遷善，制慾修身，反觀內省，靈魂

淨化，人格昇華。 所講所述者遠，所悟所得者近。 追求統一，其實是世間任何學術的生命力之所在，
包括科學。中國哲學在宋明理學家手裡實現的此種學術團圓，無論其本身還有多少不和諧、不協

調、不美滿，單是去追求這個團圓，就已經夠崇高的了。
問題是，儒學的“立法負擔”，能允許宋明理學如此縱橫捭闔地在學術上自由闖天下嗎？

三、死朱熹，活朱學

宋明理學得以把整個中國哲學在一定程度上統起來，乃是因為儒釋道各家本來就有著相當大

的契合點，“不二過”即是戒，“不動心”即是定，“不改其樂”即是慧，援佛入儒，從個人修行的角度

看，理論難度並不大，何況還有《易經》這樣的百經之經作為統一的哲學基點。 然而儒家與釋道相

較有一個重要的特殊性：儒家是搞禮起家的！ 禮，是儒之為儒的本質特徵。 儒家並非像佛老禪仙那

樣主要是一個聚眾修行的群體，它有著直接的世俗使命，有著設計社會道德、維護社會秩序、教導天

下人“克己復禮”的使命。 儒家是要為社會立法的！ 而所謂以德代法，其實就是以禮代法。
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兩句，本質上相通，但在實踐中卻不可混淆。 為天地立心，可

以通過個人修行去悟得天心；而為生民立命，則是純世俗、純技術性的工作。 禮是純粹理性設計的

產物，其中容不得“非想非非想”、“究竟寂滅”一類形而上的東西。 它根本就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科

學和社會制度。 為什麼要維護王權？ 因為國家的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是矛盾的，因而需要設置一

個世襲君主，把他家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綁在一起，利用他對自己子孫後代的天然關心，迫使其為

了自己家族的長遠利益而去關心國家的長遠利益。 表面上看，皇帝的寶座都是強人們自己搶去的，
可是如果沒有背後的這套道理，恐怕什麼強人也沒那本事能把自己妝成真龍天子。反之，有了這

套道理，隨手從湖廣藩王家抓一個孩子來，大家就得對之頂禮膜拜，山呼萬歲。 王權的道理若此，其
他所有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忠孝節烈，全部禮的要素，整個禮的結構，蓋緣於這個

邏輯。
禮之所以能夠為社會所接受，為歷史所傳承，其權威性並非來自製作它的人的權威性，不是因

為人們知道製作它的是個開了悟的聖人才去信奉這套禮，而是因為這套禮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真

管用，是因為（至少在理想層面上）只有這個辦法最好。 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意思是天不變

“三綱五常”就不會變，例如，只要世間還有父子關係（天不變），“父為子綱”就不能變（道亦不變）。
那麼，朱熹學的思想體系，也是這樣一套可以用來規範人間倫常關係、維護天下社會秩序、天不

變道亦不變的、具有超穩定性的、行之有效的“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的系統嗎？
朱熹學仍然是儒學，其中當然也包括著承自孔孟的政治倫理道德的內容，原則上當然也可以拿

來當國家法律用，但從總體上看，其龐大而誘人的體系的理論重心，已經與孔孟乃至漢代經學有了

很大的偏離。 如梁啟超所說：“道學派別，雖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點，是想把儒家言建設在形而上

學———即玄學的基礎之上。 原來儒家開宗的孔子不大喜歡說什麼‘性與天道’，只是想從日用行為

極平實處陶養成理想的人格。 但到了佛法輸入以後，一半由儒家的自衛，一半由時代人心的要求，
總覺得把孔門學說找補些玄學的材料才能滿足。”本來，“子不語怪力亂神”，不教“性與天道”，不
講形而上學，其理論基本是一個純世俗純理性的倫理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體系，而朱熹學的哲學基

571



礎則是一個本於易道、承自周張程邵、法於陰陽合於數術、具有相當形而上學色彩的體系。 例如，朱
子學說中很著名的對格物致知的獨解，其“格”也不是一般世俗意義上的研究功夫，而是一種類似

於佛家所說的“借假修真”的靜修活動。 王陽明格竹子格得吐血，不過就是通常所說的靜修中的走

火入魔而已。 戴震批評“程朱的所謂‘得於天而具於心’的‘天理’，實際是‘一己之意見’，是獨斷

的教義，而不是天下的公理”，批評得很有道理。 朱熹的學說相當程度上是從其個人修行中悟出

來的，而不是像孔子那樣，是根據社會需要而理性設計的，所以戴震認為不是“天下的公理”。
以朱熹學為代表的宋明理學，以一堆新概念，造出了中國哲學史上一個相當完善的宇宙發生論

體系，進而以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觀念為本體論基礎，以“思孟誠道”為邏輯樞紐，以易道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為理論策應，成功地由天道過渡到了人道，由宇宙發生論過渡到

了個人修行論。 上有宇宙運行的天理，下有個人修行的法門，卻把中間一層，先秦兩漢儒學那些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規範社會倫理和社會秩序為出發點的道德內容，大大淡化了。 “中國兩千年

來，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極”———明朝最需要的，恰恰是這些東西！ 朱元璋（們）可能以為，
《四書章句集注》之“四書”，也都是先秦的經典，以之為科舉範本，應無大錯，而朱熹為之作注，那是

經傳有秩，本末分明，不會謬了大本。 他可能沒注意到的是，除《論語》、《孟子》不能不選外，從《小
戴禮記》中獨獨把《大學》和《中庸》兩篇選出來，那是頗有用心的。 《大學》的“三綱八目”，明確指

出“以修身為本”；《中庸》則是以“誠”為中心，“自明誠謂之教”，也是講個人修行的。
而個人修行，一人一心，一人一悟，一人一得，一人一理，如此，“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

中的這個“學”這個“德”，進而這個依以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就由一個宏觀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微

觀的東西，成了一個對人人開放的、可以由著人人去悟去解、去談玄說妙、去體系再造、去發展創新

的東西了。 朱元璋可以規定朱熹學是唯一官學，可以規定科舉考試不出《四書章句集注》的範圍，
但他無法禁止後世一代代學人去討論、研究、發展、修正朱熹學。 而且，要使程朱理學保持其學術上

的權威性，從而始終有資格充當國家的道德原則和法律制度，也必須這樣做，理學必須是一股不斷

流動著的活水而不能是一潭死水。 然而學術理論既允許討論、爭論、研究、發展，就不可能防止它的

“修正主義”流弊。 漢武帝、董仲舒搞獨尊儒術，那基本是朝廷關起門來的事，朝廷治國哲學的變

動，不會對民間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生活產生太大影響。 然而在明代，皇帝的治國哲學、朝堂辯論的

理論依據、科舉考試的判卷標準、民間學術領袖的主流思想、書院講學的基本內容、縉紳忽悠百姓的

流行觀念，等等，都攪在這同一股活水裡。 變，從上到下都會變。 這就產生了一種可能性：如果變動

的趨勢是往壞裡變，它就可能“上蠹國而下病民”。 以學立德，以德代法，抽象而言，未必是壞事，但
它與明朝歷史的各種要素結合起來，有可能變成壞事。

學術既是隨行就市的，“學術—道德—法律”三位一體自然也跟著它的龍頭而隨行就市，大明

王朝的命運也就隨行就市了。

四、王學末流與道德虛無主義

隨行就市的明代學術市場上出了個王陽明，這是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的大事。 師承上，陽明除了

認孔孟先祖為師並無“本師”，後人將之歸為程顥、陸九淵一系，是從心學演化的思想史線索說的。
其實若用這樣的邏輯，陽明與朱熹也有傳承關係：朱學與王學都披著儒學的外衣，一個厚一個薄。

整個宋明理學史，就是一個儒學外衣越剝越光的歷史；王學到了末流，那外衣已薄如蟬翼了；到
了李贄，就徹底剝光了。 這個過程從人性論的領域看得清楚一些。 從孟荀的善惡之爭開始，到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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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性善說，但略有“修正”，理本善氣或惡，天理善人慾惡，開了個缺口。 到了王陽明“四句教”，

“無善無惡心之體”，經其門人傳頌、渲染、歪曲，感覺上好像是在以“無善無惡”與孟子的“性本善”
相對抗。 而到了李贄，則是天變道亦變，“顛倒千萬世之是非”，連孔子都批，世間善惡的統一標

準都被他虛無掉了。即使沒有徑直做和尚的事，李贄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儒家人物了。王學末

流，流來流去徹底流出了儒門。
朱學在明代的官學地位是欽定的，王學的學術地位則是江湖性的，是它通過自己強大的思想力

道爭來的。 上通天下接地的徒子徒孫系統，遍佈全國的群眾性王學講壇系統，既顯示了王學在彼時

中國思想史上轟轟烈烈的地位，同時，也讓它為明朝的滅亡揹上了黑鍋。
中國思想史上有一個現象：一位大思想家，學富五車，但留世作為學術標籤的，則可能只是一句

話，而且，這句話往往是在為世人所詬病中出名的，一般人往往只以此句作為某子思想的主體內容，
而置其龐大的思想體系於不顧。 例如，董仲舒的此種標籤即是“天不變道亦不變”那句，人們就用

這句話來標誌董子思想之保守；朱熹的學術標籤最出名，“存天理，滅人慾”，後世罵朱熹的千萬人

中，所罵者多半只是此一句；而王陽明的標籤，大概就是這“無善無惡”了。
對無善無惡的批判，其實明亡前就已經開始，如顧憲成的批判：“無善無惡四字，最險最巧。 君

子一生，兢兢業業，擇善固執，只著此四字，便枉了為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縱意妄為，只著此四

字，便樂得做小人。 語云：‘埋藏君子，出脫小人’。 此八字乃‘無善無惡’四字膏肓之病也。”可見

並不是因為國家亡了要找人來頂鍋才把責任找到了王學頭上，一開始從純學理上就有人感覺這話

不對。 無善無惡，“埋藏君子，出脫小人”，做好人與做壞人都一樣，那誰還願意做好人？ 中華聖賢

之學講了兩千年善惡，你陽明先生要將之一風吹掉？ 真是“膏肓之病”。 等到亡國以後，以清初六

大師為代表的那代學人，批判的火力更猛，王夫之直斥其為“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

比理論家更有批判力的，是晚明的社會狀況。 “從嘉靖年間開始，奢靡風氣的蔓延速度和幅度

都比以前大大擴張，一些相對偏僻落後的地方也出現了奢靡化的現象……就是地位低下的奴僕、隸
卒和傭工，也往往以侈靡互爭雄長，僭禮逾分而無所畏憚。”沈朝陽在《皇明嘉隆兩朝聞見記》中談

到：“嘉靖以來，浮華漸盛，競相誇訊。”范濂《雲間據目鈔·記風俗》指出：“嘉、隆以來，豪門貴室，導
奢導淫。”屠隆《鴻節錄》亦云：“由嘉靖中葉以至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嬌容，互尚荒供，以歡宴

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豔色為盛禮。”“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儀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

社會的奢靡之風從嘉靖朝開始，王學也從嘉靖朝興起，時間對得上。 邏輯也對得上，往下推，社
會的腐化墮落當然會對國家有破壞力；往上追，無善無惡的道德虛無主義當然會使世道人心變壞。
再加上王學末流的一些人物於行為上也做了“表率”，如梁啟超所說，“王陽明這邊的末流，也放縱

得不成話，如何心隱、李卓吾（贄）等輩，簡直變成一個‘花和尚’。 他們提倡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

路’，把個人道德社會道德一切藩蘺都衝破了。”王學末流要把亡國的責任推掉還真不容易。
其實，無善無惡四個字的社會影響是一回事，王陽明講這四個字的本意是另一回事。 黃宗羲即

在這一點上為王學大鳴不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引者按：指‘無善無惡’）為大節目，豈知與陽

明絕無干涉。 嗚呼! ‘天泉證道’龍溪之累陽明多矣。”其實，不說王陽明整個的思想體系，只這

“四句教”二十幾個字本身，就是一個圓融的體系，單獨把第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抽出來，對王學

就是一個很大的曲解。 曲解的禍根，就是這儒禪合流。
四句教本質上是個禪的東西，佛教史上此類四六句多得很，陽明用這種格式來概括自己的心

得，十足的佛禪功夫。 六祖說“煩惱即菩提”，《心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陽明若再加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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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即是惡，惡即是善”，有何大異？ 佛說眾生皆有佛性，“諸法空相”，此佛性即是空性心體，陽明對

此有所悟而偈之，有何大錯？ 況且思想史上有此種心得、類似話頭者遠非陽明一人。 慧能點化慧

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也是這層境界。甚至還可

以從猶太—基督教裡找一例證，舊約《創世紀》裡講的故事：上帝禁止亞當、夏娃吃那智慧樹上的果

子，因為吃了就會知善惡，知善惡就必定死；後來二人偷吃了，就犯了“原罪”。 知善惡不好嗎？ 它

怎麼就成了罪，而且是死罪、原罪呢？ 要從儒的立場來回答，當然沒法回答；但從禪的角度就很好說

了。 知善惡，是一種分別心，而修禪，就是破分別心，什麼分別心都要破，包括分善惡的心。 所以，講
禪，無善無惡也許是個至高的境界。

麻煩蓋源於把這四個字的禪語當作儒理來講。
禪和儒對語言的運用是根本不同的！ 禪用語言是逗機，儒用語言是講理。 “麻三斤”、“狗屎

橛”、“吃茶去”這類禪宗教學的逗機“語言”，是不能當作理論去解釋、分析、演繹、闡發、宣講的。 當

然，禪宗語言的“禪性”有濃有淡，“大地平沉，虛空粉碎”一類禪話就要比“青州鐵布衫”一類要淡

一些，凡夫俗子多少可以找到下嘴啃咬處，而“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就更淡了，就多少可以當理論

看了。 然而再淡，禪和儒也很難在理論上通氣的。 根本在於，禪是意境，儒是哲學；禪是靈性的

（spiritual），儒是理性的（ rational）；禪是個人的，儒是社會的；禪求的是自我解脫，儒求的是倫常秩

序。 要搞儒禪合流，你首先就必須面對一個難題：說出一句話，這是逗機還是理論？ 你可以說既是

逗機，也是理論。 可能嗎？ 我們且來舉個例子。 在《傳習錄》中記有陽明與友人的一段著名的話：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

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 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這種話，若當作儒理看，無異於睜眼說瞎話，然而，若作為禪機來看，其
中可能蘊含著萬鈞禪力。 那麼，誰有辦法能在此等語言中把儒和禪調和起來？

援佛入儒，援禪入儒，援老入儒……，實現學術統一，其意甚美，其實不易。 佛禪之道，講究的是

八萬四千法門法無定法，一人一法、同師異法等等，那逗機話頭，活潑潑，清靈靈，魅力無窮，那是因

為它說出來的話不需要進行道德檢點，它“不是人話”，不是理論。 而佛禪一旦入了儒，披上了儒的

外衣，它也就等於是披上了理論的外衣，就等於為其一言一行加上了社會責任的緊箍咒———你既自

稱是儒，那別人把你所有的逗機話頭都當作理論解，當作理論用，當作理論批，你有口難辯。 這個外

衣一旦披上，一言一行就有了政治後果、道德負擔和社會責任。 尤其是，在科舉考試制度的培育下，
在全國上下有權有勢的王學人物的支持下，在遍佈城鄉的縉紳勢力的張羅下，王學實際上成了到彼

時為止中國思想史上群眾性最高的一個哲學流派。 此一“群眾性”遂成為思想流弊的放大器。
在著名的天泉悟道的故事中，陽明說：“吾教原有兩種，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

處立基，意知有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是工夫，頓悟之學也。 中根以下，未悟本體，未免在有

處立基，意知與物，皆從有生，隨處對治，使人漸漸入悟，從有歸無，還復本體。”這幾乎是把當年慧

能與神秀的故事又講了一遍。 問題是，人都願意做上根之人，或者，都願意幻想自己是上根之人，都
願意走上根路線，無既然比有高級，則誰不欲從無處下手做功夫？ 於是，四句教中“無善無惡心之

體”之“無”字便被王學後人進一步強化，王畿將之發展成為“四無”，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 如

此，王學就成為了散佈“道德虛無主義”、腐化社會風氣的哲學。
“風俗之壞，實始姚江。”當後人把亡國的歷史責任往王學頭上記的時候，其間無疑伴隨著許

多對王陽明學說的曲解，然而曲解並不等於冤枉，畢竟，儒禪合流，是王陽明本人搞的。 祖師爺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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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說話方便而披上一件儒學外衣，那又如何能防止後人不把禪語當儒理去解去講去謬種流傳呢？
由此所生出的社會弊端，陽明先生本人如何能不負上一些責任？

五、空言心性的學術風氣

清初大師們學術亡明論的板子，除了打在王學之學術內容的屁股上，更重的還打在了明代整個

的學術風氣上，打在了整個宋明理學空言心性、談玄說妙、氾濫詞章、不學實務、不育實才、不懂實

政、不理國事、清談誤國的學術風氣和官場風氣上。 王學往上，朱熹，再往上，周張程邵，都有份，都
挨批。 不但整個宋學挨批，更有甚如顏習齋者，板子一路往上打，先秦孔孟以下，“兩千年一壁推

倒”，“自漢以後兩千年學術，都被他否認完了”。
清初大師們將明代學風概括為四個字：空言心性。 顧炎武則稱之為清談。 程朱陸王的玄思妙

想，最易養成清談。 當年孟子批楊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此種公理性論辯，用的是純粹的理性邏輯，一語道斷，清晰明瞭，不會漫無止境地辯下去，爭
下去，清談下去，而宋明時代理學家之間的辯論，話題以形而上學層面的東西居多，往往是一個人設

定一個概念，讓別人跟著自己“悟出來”的概念說話，如理、如性、如心、如氣，這些概念本身並無公

理性定義，也沒法下公理性定義，思想觀點的差異緣於其各自體悟的差異，這使得宋明理學的學術

辯論，表面上有邏輯掩蓋著事實上的無邏輯，不同的法門，不同的次第，不同的體驗，不同的表述，各
講各的理，辯來辯去，終究只是名相之爭。

高層學界的清談帶動著大眾性的書院講壇也清談。 王學興起而推動的天下講學之風，講來講

去，許多聽講者已不是去學習某種知識或道理，而是去感悟講場的心靈氣氛，制慾修心、改過遷善的

道德修養為瞑目靜坐、澄心澈見的靈性追求所代替。 清談之風因之而由學界向各個社會群體漫延。
顧炎武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 昔之清

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 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

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

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亭林先生批清

談，還要講個“所談非真孔”，講個“未得其精”、“未究其本”，還要追究所談的內容對不對，而在顏

習齋看來，不管究什麼、談什麼，都是空談，都在誤國。 “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

用。 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終是畫餅望梅。 畫餅倍肖，望梅倍真，
無補於身也；況將飲食一世哉!”在習齋看來，只玩學術不幹實事，則什麼樣的學術都是壞學術；只
讀書不務政，則什麼樣的書都是壞書。 讀書本身即是禍。“浮言之害甚於焚坑”。

在明代的文官政治下，學風腐朽必然導致官場政風腐朽，其特徵就是不關心實政，不懂實政，不
務實政，甚至鄙夷實政。 如李恕谷說：“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 坐大司

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 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

書曰：‘此傳世業也’。 以致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顏習齋更痛斥宋明學人“群天下人才於靜

坐讀書中，以為千古獨得之秘；指幹辦政事為粗豪，為俗吏，指經濟生民為功利，為雜霸。”“但見料

理邊疆便指為多事，見理財便指為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為小人。”

清談害國亦害身，于此顏氏更有話說，“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軟，以至天下

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讀書者

之禍，讀書者自受其禍。”“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李恕谷也說：“其最堪扼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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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 以天下之大，士馬之眾，有一‘強寇’猝發，輒
魚糊瓦解，不可收拾……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傝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谷，渺不

知為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長民輔世耶!”

士人之弱，已不僅是“終日兀坐書房中”所導致的一種自然後果，而是許多人主動追求的文化

時尚。 如顏元所說：“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抉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

以不才目之。 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文人之弱，乃自求其弱，以弱為榮。 明中晚期，
文尊武卑的文化已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文武同級時文人的身份比武將高出一大截。

文官政治與清談學術相結合，還產生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後果———黨爭。 所爭者，既非信仰，也
非主義，甚至亦非政見，而基本只是利益之爭。 依鄉親關係而結黨就是證明。 “蓋明人積習，惟務

自便其私，而置國事於不問。 故己在事中，則攘功避過，以身之利害為可否，以心之愛憎為是非。 己

在事外，則嫉妒成功，惡人勝己，吠聲結黨，倡浮議以掣其肘。”黨爭禍國，也是學術亡明的一個重

要邏輯環節，往上，有空言心性的學術風氣為其病因；往下，有不務國事的官場風氣為其惡果，總之

如梁啟超所言，“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

餘　 論

“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王學末流的學術

思想自當執其咎。 空言心性的學術風氣更當執其咎，形而上學的學理，釀成空言心性的學風；空言

心性的學風，造成不務實政的官風；不務實政的官風，鑄成鄙薄功利的文化。 最後，事到臨頭，官僚

機器無行政能力、無應變能力、無創新能力，國家垮台拉倒。 兩千年尚文文化，到明代積成大勢釀成

大潰。
學術亡明的機理有點像愛滋病的道理。 愛滋病本身不會死人，它只是把人的免疫系統瓦解掉，

從而把一切小病都變成了致亡的病。 世上任何國家的任何時候都有病，都有問題，怕的是沒有一個

能面對問題、研究問題、理解問題、解決問題的國家機器，一個能防病滅病的免疫系統。 而明代腐朽

的學術風氣像 HIV 病毒一樣，把這個免疫系統的功能瓦解掉了。
例如外患。 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都有外患，而明朝外患終於不治者，病根蓋在其自身。 屯戶兵

不敵倭寇，便組建戚家軍去對付；衛所兵不敵蒙古兵，便搞關寧鐵騎去應對。 對付來對付去，戶兵漸

少募兵漸多，以地養兵逐漸向以糧養兵進而以銀養兵過渡，由此導致的國家財政負擔逐漸加劇，文
官集團的態度基本是得過且過，用不斷加稅加賦的辦法一事一對付，實在對付不過去了，碰上張居

正那樣有作為的首輔，就清丈田畝，挖掘稅源，還是在傳統的農業稅源上想辦法對付。 而面對開海

後在對外貿易中發了大財的南方市鎮，那些富可敵國的富豪，那些家藏百萬的銀窯，文官集團無人

想到更無人明白其實可以建立軍餉公債機制到那裡去借錢。國家滅亡時一方面國庫空空如也，一
方面大批白銀窯在民間的狀況，構成文官誤國的證據。

例如民變。 民變起於饑荒，饑荒本是農耕社會的家常便飯，豐年積災年賑，也是政府的家常便

飯。 民變於明末之成為頑疾，與文官集團自己圖省事而逼迫農民由交糧改為交銀，有極大關係。 賦

役皆用銀，此一被顧炎武稱為“吏之寶民之賊”的改革措施，等於是在農民原來的種田交賦一座大

山之上，再加一座大山———以糧換銀。結果便出現了如顧炎武所說的，“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
謂之人市。 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
何以故？ 則有穀而無銀也。 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如此，農民歉年豐年都是災年，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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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則是一腳踩著官逼民反的油門，一腳踩著鎮壓民變的刹車，直到國家滅亡。
例如白銀。 晚明巨額的貿易順差和白銀進口，本是國家的大福音，它之所以反而成為國家滅亡

的一個禍患，蓋由於凡事慣於敷衍苟且的文官集團，面對貨幣供應量隨行就市且國內市場與世界市

場間一無遮攔的危險情況，沒有採取任何國家控制通貨量的經濟安全措施，如官鑄銀元，等到市

場略有風浪，白銀的市場流通略有阻滯，窯藏白銀與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啟動起來，這個被充裕的

白銀供應催肥了、寵壞了、已經染上了銀癮的經濟體，就死掉了，等等。
用愛滋病的比喻來理解學術亡明論，從許多條邏輯線索應當都能講得通。 中國的文人士大夫，

一方面通過兩千年儒學的意識形態淨化力而奪得了國家的主導權，一方面又通過空言心性、清談理

氣的學風而把自己承擔國家責任的施政能力瓦解掉。 明亡，亡於學術，此言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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